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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资源的配置缺口，互助养老模式作为“银发红利”开发的重要路径，近年来

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以社会交换理论为视角，通过对国内外“时间银行”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归

纳了该模式在理念溯源、本土化演进以及低龄老年人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进展。综述发现，

现有研究已从宏观政策导向的定性描述，逐渐转向对参与者微观行为驱动机制的实证探索，并普遍关注

到低龄老年群体中存在的“高意愿与低参与”这一核心悖论。通过对个体特征、组织运行及社会环境等

维度的影响因素进行整合分析，本文指出当前研究在积分安全性的法治保障、跨区域通存通兑的技术标

准以及个体决策的深层动力诱因等方面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最后，本文对未来互助养老研究的趋

势进行了展望，旨在为完善我国“时间银行”制度设计、激活低龄老年人力资源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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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gap in the allocation of pension resour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mutual pension model, as an important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lver dividend”,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model in the aspects of concept tracea-
bility, localization evolu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of the young 
elderly by systematically comb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time bank” at home and abroad. It is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of macro-
policy orientation to the empirical exploration of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participants’ micro-be-
havior, and general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core paradox of “high willingness and low participation” 
in the younger elderly group. Through the integrated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ivid-
ual characteristics,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legal guarantee of integral security,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of cross-regional deposit and exchange, and the deep motivation of individual decision-
making. Finally, this paper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trend of mutual pension research,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xperience for improving the design of China’s “time bank” system 
and activating the human resources of the young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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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意义：从“人口包袱”到“银发红利”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呈现出规模大、速度快以及挑战严峻的显著特征。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已突破 2.6 亿，占总人口的 18.7%，即每五到六个人中就有一

位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与十年前相比，这一占比上升了 5.44 个百分点[1]，这种人口结构的剧烈转型直

接加重了社会养老负担，也对国家老龄事业的供给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传统的“4-2-1”家庭结构下，

居家养老功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萎缩，而社会养老资源的分布不均与总量缺口，使得单纯依靠政府投入

或市场化机构难以覆盖老年人高频且碎片化的日常需求[2]。在大城市社区中，高龄老人的日常巡护、代

购药物等微小需求，往往因为市场化服务成本高昂或子女无暇顾及而处于长期失灵状态，这种供需错位

直接推高了社会治理的复杂程度。 
为应对这一矛盾，国家政策层面积极探索创新养老模式。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1首次提出发展“互

助式养老”，这种模式既可以弥补传统家庭养老的缺陷，又能够补充机构养老资源不足的问题。2019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2，明确提出积极探索“时间银行”模式等做

法；2024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3明确提出要“开发银发人

才资源”，而“时间银行”机制恰恰提供了一个将这种潜在价值进行量化与流转的平台，作为互助养老

 
1https://www.gov.cn/premier/2018-03/22/content_5276608.htm  
2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86616.htm  
3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126/202401/content_6928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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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创新模式，“时间银行”可以让低龄老年人根据自己的意愿为高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

藉等服务，同时吸引其他年龄阶段的志愿者或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并对服务时间进行记录，待自己需要

时可兑换为同等时间的服务或其他实物，达到劳动成果的延期支付。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 60~69 岁的

低龄老年人口约有 1.47 亿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 55.83%，在我国人口结构中低龄老年群体占比较高，并

且在未来我国老年人口仍以低龄老年群体增长为主。而数量庞大的低龄老年群体正是我国潜在的养老资

源，也是目前“时间银行”的主要潜在参与群体[3]，吸引更多的低龄老年群体加入“时间银行”的志愿

服务队伍中来是保证“时间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它通过服务时间的存储与兑换，将低龄老人从服

务的“受助方”重塑为社区资源的“供给方”，这种“以老助老”的模式不仅能有效缓解公共养老服务的

刚性缺口，更能通过互惠机制的构建，实现老年群体在社区场域中的自我价值重构与社会化生存[4]。 
研究低龄老人参与“时间银行”的意愿，其核心意义在于探索一种缓解基层养老供需不平衡的内生

路径。通过厘清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不仅能提高养老资源的配置效率，解决“有需求无服务、有力量

无组织”的脱节问题，更能通过“时间积分”机制将零散的邻里互助转化为制度化的保障体系[5]。这既

是对国家开发“银发人才资源”政策导向的积极响应，也是在尝试构建一种可预期的互助契约，让低龄

老年人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重拾社会参与的价值感，进而利用“时间”这一纽带在日益疏离的邻里关系

中重塑社区互惠网络[6]，为实现积极老龄化战略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支撑[7]。 

2. “时间银行”模式内涵与低龄老年的角色定位 

2.1. 理论视角：社会交换理论 

“时间银行”的运行逻辑在本质上契合社会交换理论的核心要义，即低龄老年人参与互助行为并非

单纯的道德利他，而是一个基于成本与收益权衡的理性决策过程，在这一交换体系中，个体的参与意愿

不仅取决于对未来受助收益的预期，更受到由体力支出、时间占用及技术学习成本所构成的交换代价的

综合制约[8] [9]。有效的社会交换深度依赖于互惠规范的稳定性与制度化的信用保障，特别是当非货币化

的时间积分面临兑换壁垒或贬值风险时，政府层面的信用背书与资源链接强度便成为维系交换关系持续

性的核心变量，若缺乏标准化的激励机制与信息化的管理手段，将导致参与者的“成本–收益”失衡并

引发参与动力的系统性缺位[10]。此外，信任作为社会交换达成的心理基石，构成了互助行为发生的先决

条件，只有通过构建具备高透明度与共识机制的信用环境，才能有效降低个体在交换过程中的风险感知，

从而实现互助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价值认定的社会共识[11]。本文通过这一理论视角，将低龄老年人的参与

决策拆解为微观层面的效用评价与中观层面的制度响应，旨在揭示“高意愿、低转化”悖论背后的交换

失衡困境，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互助养老模式可持续运行的优化路径。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底层逻辑，本研究构建了一个“资源与环境输入–成本收益感知–意愿行为输

出”的精细化概念模型。在该模型中，低龄老年人的“个体资源储备”(如健康状况、专业技能)与外部的

“中观场域环境”(如政策连续性、数字治理门槛、邻里信任密度)共同构成了模型的输入变量。这些多元

变量并不会直接引发参与行为，而是作为前置条件，首先作用于个体的理性计算机制，即转化为个体的

“主观成本感知”(如体力支出、技术学习成本、积分失效风险)与“预期收益感知”(如精神价值感、未来

受助确定性、即时物质激励)。最终，只有当预期收益感知显著高于成本感知，或者通过制度保障有效降

低了风险成本时，这种微观层面的权衡才会转化为明确的参与意愿，进而催化为常态化的社区互助行为。 

2.2. “时间银行”定义 

从运作机制来看，“时间银行”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劳务时间计量与交换基础上的邻里互助体系。

这一构想最早由美国学者埃德加·卡恩提出，其核心逻辑在于抛弃传统的货币媒介，转而将个体为他人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6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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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养老服务时长转化为虚拟的“时间积分”[12]。参与者将这些积分存入个人账户后，可以在未来自

身产生照料需求时，按照等量交换的原则提取同等时长的服务劳务[13]。这种模式通过一种非货币化的信

用契约，实现了劳务资源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灵活流转。与传统的零散志愿服务相比，时间银行具有显

著的互惠属性，它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将短期的随机助人行为固定为长期的养老服务保障，从而在社区内

部构建起一套能够自给自足的互助网络。这种机制不仅提高了社区人力的利用效率，也为应对老龄化背

景下的服务缺口提供了新的制度化路径[14]。 
尽管各国做法不一，但其核心内涵是一致的，即通过“时间货币”这一中介，实现劳务的跨时空交

换。在我国的养老实务中，这一模式表现为参与者向他人提供养老服务，将时长以一定标准存入账户，

以便在未来自身产生需求时提取同等额度的服务。这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志愿服务，更是一种通过制度化

手段建立的邻里契约。它利用时间的公平性，将碎片化的居家照料转变为一种可预期的保障资产，从而

在社区内部形成一种闭环的供需链条。 

2.3. 低龄老年人及其参与行为的内涵 

WHO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4将 60 周岁以上的人界定为老年人，其中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将 60 岁~69 岁的老年人界定为低龄老年群体[15]。这一阶段的老人正处于职业生涯结束后的“角

色转换期”，虽然脱离了正式职场，但依然具备深厚的职业背景和社交能量。 
从国际实践看，“时间银行”的参与群体具有明显的弱势群体导向。美国“时间银行”的参与群体主

要为社区内的弱势群体，包括贫困老年人、困难群体等。其中，老年志愿者多为年龄较大的独居老人，

而短期临时照护服务的提供者则以相对年轻的退休老人为主。调查显示，独居老年人不仅是参与规模最

大的群体，也是参与后生活改善最显著的群体。英国的“时间银行”参与主体同样聚焦弱势群体，残疾

人、弱势妇女、慢性病患者、低收入者等群体占比较高，通过参与“时间银行”，他们获得了实现自我价

值的机会，并更易融入社区活动。 
我国自 1998 年上海开展“时间银行”试点以来，参与主体呈现鲜明的本土化特征。早期实践中，参

与群体以低龄健康老人为核心：浙江金华的“时间银行”中，社区内低龄健康老人主要为孤寡高龄老人

提供所需帮助；山东邹城市黄广村将 60 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集中居住，鼓励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身体

状况良好者与身体较差者自愿结对互助；山西晋中市东阳镇车辋村则组织低龄老年群体与留守妇女共同

为村内老人提供养老志愿服务。 

2.4. 互助养老与传统养老的区别与联系 

互助养老模式在本质上是对传统养老功能的一种逻辑延展，但其运作机理与既有的居家或机构养老

存在显著差异。不同于单纯依赖血缘纽带的家庭照料，或是基于市场购买的专业化机构服务，互助养老

更倾向于一种协作生产的治理逻辑。在传统的养老框架下，老年人通常被置于服务的末端，其社会角色

往往表现为被动的受助者。而“时间银行”则尝试打破这种单向的资源流动，让低龄老人在作为潜在服

务对象的同时，也扮演了服务供给者的角色。这种双向互惠的机制并不依赖货币作为分配媒介，而是通

过信用积分来驱动资源的流转，从而大幅度降低了获取高质量养老服务的经济门槛。 
传统的社会化养老通常侧重于解决刚性的失能照料需求，但在面对邻里巡护、紧急陪诊或日常采买

等琐碎且高频的柔性需求时，往往面临管理成本过高或响应不及时等现实困境[16]。互助养老恰好填补了

由于家庭结构转型而留下的这些服务空白。通过与政府的兜底保障以及社区的专业机构进行深度耦合。

“时间银行”不仅为居家养老提供了有效的支撑力量，也使得积极老龄化战略能够真正下沉到社区生活

 
4https://www.gov.cn/guoqing/2021-10/29/content_56476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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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观末梢，共同编织起一张全方位的养老保障网络。 

3. 我国“时间银行”的发展历程与低龄老人的参与演进 

我国对“时间银行”的实践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 1998 年前后大连红星社区以

及南京、上海等地的基层尝试为标志，开启了互助养老本土化的初步实验[17]。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手段，

服务时长主要通过纸质账本或爱心存折进行非正式记录，虽然运行规模较小且带有明显的邻里自发性，

但这种初期的互动在基层社会中建立了基础的互助共识，也为后续大规模制度化推行积累了社会信任，

此时的参与者多为社区内的热心居民，其行为更多被视为传统邻里情谊的延伸[18]。 
进入 2011 年以后，国家关于老龄事业发展规划的密集出台，推动了该模式从民间自发尝试向政策引

导下的规范扩张转型。特别是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确立其发展地位后，试点城市迅速从个别区

域扩展至北京、广州、西安等大中型城市。行政力量的介入不仅优化了服务流程，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

信用为积分体系提供了实质性的背书，有效缓解了早期试点中存在的兑换公信力焦虑，促使互助养老逐

渐从边缘化的志愿活动转型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积极补充[19] [20]。 
近年来，数字化工具在养老实务中的应用促使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21]。通过手机应用与云端

系统的配合，实现了积分的精准核算与实时流转。杭州、北京等城市通过构建全市统一账户，正致力于

破除长期存在的区域性“积分孤岛”现象，这种技术介入不仅提升了运行效率，也带动了低龄老人参与

内涵的演进，使其服务内容从简单的体力劳务转向专业技能与文化输出，为全龄友好型社区的构建提供

了重要的实践路径。 

4. 低龄老年人参与“时间银行”的现状与特征 

4.1. 参与意愿的区域差异与“意愿–行为”的脱节 

从目前的已有研究来看，我国低龄老人对“时间银行”模式的心理预期呈现出较高的热态，但在不

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非均衡特征[22]。这种参与热情在杭州近乎达成共识，超过九成的受访老人表达了

对互助养老模式的肯定[23]。相比之下，西安的调研则显示出逾七成的初步认同，这为当地政策的落地提

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而石家庄地区的反馈则相对审慎，参与意愿仅在半数以上徘徊；这种热度上的起

伏反映出社会参与动力不仅取决于个体认同，更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社区治理成熟度的深刻调节[24]。 
然而，这种纸面上的参与热情与现实中的实际转化率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多数老人在心理上

认可“以老助老”的价值，但在真正进入决策环节时，往往处于一种“理念上支持、行动上观望”的矛盾

状态。这种意愿与行为之间的非对称现状，说明低龄老人在面对具体参与机会时，不仅在衡量互惠的公

平性，也在权衡制度的长期安全性。这种心态导致了目前社区互助力量的储备虽然看似庞大，但真正能

常态化投入服务的志愿者规模却远未达到预期。 

4.2. 参与内容的层次分布与结构局限 

在实际参与的具体项目上，低龄老人的服务行为呈现出明显的“低门槛、替代性强”的特征。目前

大部分互助行为仍集中在日常买菜、代缴费用、打扫卫生或简单的邻里陪聊等基础劳务层面。这种倾向

反映出参与者在选择服务项目时，更倾向于责任风险较低、技术要求不高的情感支持或体力劳动。虽然

这种初级参与满足了高龄老人最基本的生活照料，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低龄老人群体本身所蕴含的

专业技能价值。 
这种服务内容的单一化，实际上反映了目前“时间银行”评价体系的粗放。由于缺乏针对专业医疗

护理、法律咨询或文化支教等高附加值服务的差异化激励，低龄老人往往缺乏输出专业技能的动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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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结构性的失衡导致了社区内部资源的“低水平循环”，不仅没能充分激活“银发人才”的专业潜能，也

使得互助养老模式难以应对高龄老人日益增长的专业化照料需求。如果不能通过机制优化来引导服务内

容的多元化转型，单靠低层次的劳务交换，很难维持低龄老年群体长期的社会参与获得感。 

5. 低龄老年人参与“时间银行”的影响因素 

低龄老年人是否愿意投入“时间银行”，不仅取决于其个人的身心状态，更受外部制度保障的完善

程度以及社区互助氛围的直接影响。从社会交换的视角来看，这种参与决策本质上是个体在权衡付出成

本与预期收获后做出的选择，涵盖了从微观心理到宏观环境的多个变量。 

5.1. 个人资源储备与社会角色转化的内在考量 

低龄老年人的参与积极性首先受其自身生理与心理资源储备的底层限制。刚刚离开工作岗位的群体，

往往拥有较为充裕的精力和较好的受教育背景，这种“人力盈余”使得他们在面对退休后社交圈收缩与

社会身份缺失的状况时，具有更明显的倾向通过公共事务的投入来重新确立个人价值[25]。这种行为的实

质在于通过当下的劳务投入，换取对未来可能需要的服务支持，从而在心理层面缓解因职业生涯结束而

产生的“社会脱节感”。 
然而，这种参与意愿在转化为具体行为时，常会受到家庭内部责任的制约。尤其是在我国普遍存在

的“老带小”家庭模式下，低龄老年人往往需要承担繁重的孙辈照料任务，这种家庭内部的劳务挤占了

他们投身社区互助的余暇时间[26]。调研显示，由于代际照顾压力过大，许多原本具有强烈互助愿望的老

年人被迫在家庭责任与社会参与之间做出妥协，导致其主观上的热情难以转化为实际的服务行为[27]，这

种基于家庭生存状态的微观取舍，构成了意愿落地过程中的第一道隐形屏障。 

5.2. 数字化治理环境下的操作门槛与学习成本 

随着养老实务向智能化转型，低龄老年人的数字技能水平已成为决定其参与深度的关键变量。目前

的互助体系高度依赖于各类手机应用程序进行任务分发与积分管理，这对于部分数字素养欠缺的群体而

言，构成了显著的操作壁垒[28]。当老年人在使用这些数字工具时，如果面临流程设计过于繁琐、界面指

引不够清晰等问题，其原本的参与热情往往会被这种操作过程中的挫败感所消耗，进而产生一种被技术

时代疏离的挫败心理。 
这种认知层面的阻碍不仅增加了参与者的学习负担，更让他们对这种虚拟账单的准确性产生了一定

的心理隔阂[29]。调查发现，不少老年人更习惯于面对面的沟通或纸质凭证，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电子

积分持有天然的保护性心理。因此，技术手段的便捷程度并非仅关乎系统运行效率，它直接影响了个体

对于互助模式运行真实性的判断，只有当数字工具能够顺应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并实现去复杂化交互时，

这种基于技术平台的互助行为才能获得广泛的认同基础。 

5.3. 制度保障框架下的受助预期与确定性感知 

互助养老能否实现长周期运行，核心在于外部环境能否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撑与确定性保障。对于“时

间银行”而言，积分跨时空兑换的有效性是个体参与信心最重要的支撑点。由于目前不少试点区域存在

政策连续性不足、跨区域结算标准缺失等问题，低龄老年人普遍对“当下存入、未来取出”的保障能力

持有观望心态。这种由于制度供给不够连贯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在无形中拉高个体的参与门槛，使其担

心长周期的积分存储会因为管理主体的变动或试点工作的停止而面临失效的可能。 
政府的介入程度与制度化保障力度是维系这一互助体系稳定性的关键，如果缺乏高层级的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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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筹，或者缺乏明确的政策文件来确立积分的法律属性，个体便会出于自我保护原则而收缩其资源

投入。因此，制度层面的确定性建设不仅是化解老年群体后顾之忧的良药，更是促使互助模式从碎片化

尝试走向规模化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信用基础，老年人才会真正放心地将其时间财

富“存入”银行。 

5.4. 信息激励手段多元化与专业价值认定的公平性问题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激励手段的单一以及服务评价标准的粗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素质低龄老

年人的参与深度。现行体系大多采取“一小时换一小时”的平均化模式，这种认定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

略了不同服务内容在技术难度与体力强度上的差异。对于那些拥有医学护理、法律咨询等专业技能的老

年志愿者而言，如果其高附加值的劳动与普通的卫生清扫等劳务在积分认定上完全等同，往往会导致其

感知到付出的不平等，从而丧失提供专业服务的动力[30]。此外，缺乏即时的正向反馈也是导致参与者持

久性不足的原因。除了长期的未来回馈，适度的社会名誉认定或社区公共资源的优先使用权，能够为参

与者提供及时的心理满足。如果组织方无法通过差异化的权重设定来实现对专业价值的尊重，互助体系

将难以吸引多元化的人才加入，最终形成供给内容单一与需求满足精准度不足的现实困境。因此，构建

一套科学、差异化的价值评价体系，是提升互助效率、增强参与黏性的关键环节。 

5.5. 社区场域环境与邻里信任密度的外部推力 

从社区生态来看，低龄老年人的参与决策深受其所处的社区氛围与邻里互惠文化的影响。在一个信

任基础较好、日常互动频繁的社区中，个体更容易受到周围同龄人的带动而参与到互助网络中。这种基

于熟人社会的示范带动，能够有效消除个体在接触新事物时的陌生感与防御心理，使互助行为从一种刻

意的尝试演变为一种自然的社区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社区管理者的组织动员能力也直接决定了服务的可持续性。如果社区能够提供丰富的交

流空间与活动载体，使老年人在提供服务之余获得情感上的归属，将极大地增强其对互助模式的依赖感。

相反，在邻里关系疏离的社区中，单纯依靠行政指令往往难以激发深层次的互助潜力。这说明社区生态

的厚度与信任资本的积累，构成了互助养老模式落地生根的情感底座，是意愿转化为行动的重要外部推

力[31]。 

5.6. 低龄老年人群体内部异质性的多维交叉分化特征 

全面透视低龄老年人的参与意愿，更需深入探讨该群体内部由于家庭结构与职业背景差异所引发的

异质性分化。现有研究表明，低龄老年人由于微观生存状态与过往社会身份的不同，在参与动机、服务

偏好以及面临的现实障碍上呈现出明显的交叉特征。 
从家庭结构变量来看，承担隔代照顾责任的低龄老年人与独立生活的群体在行为决策上存在显著差

异。在我国普遍存在的“老带小”家庭模式下，照顾孙辈的重任严重挤占了初老群体的闲暇时间，这类

群体的参与动机多带有强烈的在地化与情感代偿特征，在服务偏好上更倾向于选择时间灵活、空间邻近

的碎片化互助事务，如顺路代买或临时托管，而时间成本的冲突则是制约其意愿落地的主要现实障碍；

相反，家庭负担较轻、独立生活的老年人拥有更充裕的时间支配权，其参与动机往往聚焦于消解退休后

的社会隐退孤独感，在服务偏好上更偏向于长周期的情感慰藉与同辈文体互动，信息触达的低效与初始

邻里信任的破除则是影响其深化参与的主要瓶颈。 
从职业背景变量来看，专业技术型与普通劳务型低龄老人的理性权衡逻辑同样存在分化。拥有教育、

医疗、法律等专业技术背景的退休老人，其社会角色转化的心理期望值往往较高，参与动机高度聚焦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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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与专业价值的社会承认，在服务偏好上更青睐社区健康咨询、心理疏导或法律援助

等高附加值岗位，现行粗放型的同质化评价体系极易引发其专业价值稀释感，构成其认知层面的阻碍；

与之相比，普通劳务或办事员背景的初老群体，其参与动机更偏向于获取未来的安全互惠保障与即时性

激励，服务偏好主要集中于技术门槛较低的家政服务与体力协助，其所面临的障碍则更多聚焦于数字技

术平台的操作壁垒。这种多维变量的交织表明，低龄老年群体的需求并非完全同质，未来的制度设计必

须充分考量这一特征，推动互助体系向分类施策与精准动员转化。 

6. 提升低龄老人参与意愿的对策建议 

6.1. 优化积分评价体系与差异化激励机制 

养老服务本身的异质性决定了传统的单一时长计量方式难以维持长期的分配公平，因此建立一套分

层分类的价值认定机制是扭转目前互助内容低端化困境的必然选择[32]。在具体操作层面，管理部门应当

依据服务的技术门槛、体力强度以及任务的突发性来设定差异化的积分权重，将涉及康复护理、法律咨

询等高附加值的技能型服务与代购、清洁等基础劳务区分开来，以此体现对低龄老年人职业盈余价值的

尊重。这种评价体系的转型能够引导社区资源实现从低水平循环向高质量供给的跨越，通过给予专业服

务更高的“积分溢价”，可以有效动员那些拥有一技之长的老年群体进入互助体系，从而缓解因激励标

准单一而引发的参与动力不足。与此同时，激励手段的完善也不应仅局限于长周期的未来服务兑换，还

应尝试引入即时的社会荣誉认定、社区公共设施优先使用权或少量的实物代金券作为即时反馈，这种长

短效衔接的动力机制既能稳定参与者对未来保障的预期，也能通过及时的社会肯定来增强其作为服务提

供者的获得感与归属感。 
在此基础上，管理部门应系统构建并推行涵盖短期、中期与长期的“三阶多元混合激励菜单”。短

期激励聚焦于微观物质回馈，依托社区现有的“邻里微超市”或社会合作商业网络建立积分即时兑换机

制，允许低龄老年人将日常累积的少量积分即时兑换为日常生活实物或社区食堂就餐券，满足普通劳务

型群体的即时获得感；中期激励聚焦于社会名誉与公共资源倾斜，通过赋予专业技术志愿者更高的积分

加权系数来缓解价值稀释感，并为高积分者提供社区老年大学免费课程名额、日间照料中心康复设备优

先体验权等中观激励；长期激励则聚焦于长周期的养老保障期权，通过民政部门的政策背书，确立时间

积分的制度刚性与跨区域流转属性，确保低龄老年人在高龄失能后能够等量兑换专业化的机构护理或居

家照料服务，以此形成全生命周期的激励闭环。 

6.2. 强化顶层设计与跨区域技术支撑体系 

要解决低龄老人对积分安全性的顾虑，必须依靠更具公信力的顶层制度设计[33]。这种制度上的确定

性是构建全社会参与信心的根基，是实现互助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政府部门应当从幕后推手转

向信用担保人的角色，通过出台专项管理办法，明确“时间积分”作为社会资产的合法性与抗风险能力，

防止因管理机构变动而导致积分“清零”。在技术层面，应推动建立省级乃至国家级统一的互助养老大

数据平台。这种技术手段的介入旨在打破现有的“社区孤岛”现象，实现积分在不同区域、不同街道之

间的通存通兑。只有当老人意识到在年轻时存储的时间可以跨时空、跨地域流转时，其参与的长期信心

才会得到根本性提振，从而真正实现“银发人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同时，针对数字化治理转型过程中低龄老年人面临的技术操作壁垒，技术平台建设必须注重“数字

适老”的精细化重构，推出“长辈关怀极简版”移动端系统原型与线下辅助机制。线上系统原型在视觉

与交互设计上应遵循扁平化和去复杂化原则，剔除繁琐的二级跳转，采用大字体、高对比度架构，将核

心功能提炼为“一键呼叫求助”与“一键接单服务”两个主控按钮，并引入智能方言识别，最大程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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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输入门槛。线下流程则应建立由社区网格员、社区社会组织共同组成的辅助运行网络，推行“时间

经纪人”代办模式，在社区服务中心设立人工互助绿色窗口或服务热线，允许不熟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

通过传统线下登记方式完成积分录入与供需匹配，通过线上技术极简与线下人工辅助的双轨闭环，切实

消解数字鸿沟对初老群体参与动力的消耗。 

6.3. 培育社区互惠文化与家庭支持环境 

低龄老年人的参与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深受其所处的家庭微环境与社区场

域的交互影响，特别是在我国城市中普遍存在的“老带小”家庭结构下，子女的理解与代际支持是长辈

能够平衡家务劳动与志愿服务的核心变量。通过在政策宣传中强化代际互惠的观念，鼓励家庭成员支持

长辈的社会参与，不仅能有效缓解老人因占用照看孙辈时间而产生的心理负担，更有助于在家庭内部达

成关于“互助养老”价值的共识，从而为意愿的落地提供坚实的后方保障。在此基础上，社区层面应当

致力于重构邻里信任网络，通过培育深厚的互惠文化，将“时间银行”从生涩的政策术语转化为居民自

发的邻里互动准则。利用熟人社会的社交纽带，通过举办志愿者经验分享或非正式的社交活动来产生群

体带动效应，能让处于观望状态的老人在参与过程中获得身份认同与情感反馈，这种非正式的社会资本

积淀不仅能提升服务的边际效用，更能促使互助行为从偶然的志愿尝试转型为常态化的社区生存方式，

最终在微观支持与宏观规范的合力下实现“以老助老”模式的可持续运转。 

7. 总结 

通过对城市低龄老年人参与“时间银行”意愿的已有研究梳理可以看出，我国互助养老模式目前正

处于从碎片化的局部试点向规范化制度整合转型的关键期，虽然调研数据反映出这一群体对互助养老具

有较为普遍的主观认同，但在实际运作中广泛存在的参与意愿与具体服务行为之间的现实落差，揭示了

当前制度供给与个体需求之间仍面临深层次的衔接障碍。这种转化瓶颈的形成往往受制于多重变量的交

织作用，其中生理机能与认知水平构成了个体参与行为的底层约束，直接决定了老年人跨越数字化门槛

及接受非货币交换逻辑的能力，而基层政府的信用保障、积分兑换的便捷程度以及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

力度，在制度层面与社会微观层面发挥着关键的调节作用。针对未来的研究与实践，应当超越单纯的劳

务交换视角，致力于构建跨区域流转的信用保障体系与分层分类的价值认定机制。只有通过制度供给的

精准化与技术支撑的整体化，才能打破“社区孤岛”现状，实现低龄老年人在互助养老场域中的自我价

值重塑与社会化生存，从而为积极老龄化战略的本土化落地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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